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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多民族共生共融的政策选择刍议
*1

马喜梅

【摘 要】: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

着密切的联系，各民族在不断迁徙流动，交往交流中彼此尊重、团结互助、包容接纳、通婚融合，加上历朝历代民

族政策的催化，逐步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多民族共生格局。多民族共生格局

是云南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推进云南多民族共生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的必经之路，是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完善和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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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共生是云南民族关系的一大显著特点，是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迁徙流动、交往交流、彼此尊

重、团结互助、包容接纳、通婚融合最终形成的。在国际民族问题频发、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下，作为兼具民族多样性、复

杂性为一体的云南却始终“风景独好”，在世界范围内都具备典型性。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机理

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生存空间，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使云南成为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和民族成分最多的地区，高

山、平坝、峡谷交错造就了多民族立体分布格局，“汉族、回族住街头，壮族、傣族住水头，苗族、彝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

就是对云南多民族立体分布的形象描绘。多样化的地理环境条件催生了云南多样化的经济文化类型，促使云南各民族在长期的

经济文化生活中相互依赖、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为云南各民族多元共生的和谐关系提供了基础条件。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有效保障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最基本的要素。云南省东西横跨 864．9 公里，南北纵跨 990 公里，总面积约 39．4万平方公里。

其中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94%，河谷平地和坝区占 6%，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边疆山区省份。全省地势北高南低，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大体分为三个阶梯逐层递降。历史上各民族的生存发展、迁徙流动、交往融合也都是沿着这些河流进行的，“氐羌

系统的民族集团自甘青高原沿澜沧江、怒江和金沙江河谷南下，百越系统的民族集团自东南沿海顺珠江水系西进，百濮系统的

民族集团自东南亚溯澜沧江北上”
[1]
。云南省东部是云贵高原的主体，地势高低起伏，参差不齐，一定范围内又有平缓的高原面

和山间断层盆地，这部分地区成为“坝子”，省境南部及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势较低，以宽谷盆地的坝子为主。高山坝子纵横交

错、相间分布，每一块平坝及其周围的山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适宜人类居住的小的自然生态系统，各民族在这样一个个相对独

立的地理单元里构建了一个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历史上云南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土司遍布、互不统属的“小国寡民”

状态，各民族在独立的地理单元里生息繁衍、共生发展，形成了立体分布、错落有致、交错杂居、和谐共处的居住格局。

1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重点项目“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中民族工作实践与理论创新研

究”(项目号:2013－GM－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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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云南省正好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的控制之下，独特的山坝结构中高海拔的山地和低海拔的河谷并

存，气候表现出了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干湿季节分明，气候垂直变化显著的多样性气候特征，加之经纬度、海拔等因素影响，

使云南境内稻作文化、山地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同时并存。多样性的生产方式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如生

活在云南北部地区以及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生活以肉、乳类食品为主，需要大量的茶叶帮助祛除油腻和膻腥，促进身体消化

吸收。而藏区却不产茶，茶叶主要产自云南东南部、南部等地，于是便有商人长途跋涉从普洱等地经滇中将茶叶运往滇西北和

西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这实际是复杂地理环境下各民族共生互补状态的一种历史与现实体现。

由此可见，云南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云南各民族内部文化上的整齐划一，使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得以留

存延续，为各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为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物质

条件。

(二)历代政治制度的调控与优化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历代王朝的统治势力很难深入历代封建王朝针对云南的特殊情况，努力寻找一系列相对宽松、

灵活的治理政策来保证和维系对云南的有效控制，为各民族的政治共生格局提出政策基础。

元代以前，中央政权采取羁縻治策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即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边疆民族地区加以控制，同时以经济

和物质利益给予抚慰的边疆治理模式。这些归附的地方部族首领，“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
[2]
，“来朝

贡奉正朔，不来侵边，不为内地之患，即可爵土人民，赐以一官一职”
[3]
，也就是说政治上必须承认中央王朝政权的统治权，接

受中央王朝的分封，并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军事上要协助中央政府在区域和周边的军事行动，维护中央王朝在其所辖范围内

的统治稳定。同时，中央王朝要保障这些部族首领在其传统管辖区域内统治权利的合法性，以及在其领地范围内的高度自治权。

羁縻制的实施使处于不同文化状况和生产力水平的各民族共同体保留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为各民族共生格局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元统治者在羁縻制基础上“始创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而土官之地又为中央王朝行政区划之一的土司制度”
[4]
，同

时建立行省，强化了中央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王朝沿用了这些制度，“以土官治土民”，许多地区仍任用元时的土司继

任其职，在其统治区域内采取“土流兼治”“府卫参设”的政策。《明史·土司传》曰:“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

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
[5]
土司制度的实施，明确了土司与中央王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强

化了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权利，促进了云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巩固了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发展。明朝

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社会生产力，云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产开

发等随之进入了繁荣阶段，土地开始买卖，地主经济开始萌芽和发展，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逐步瓦解并走向衰落。

到清朝中叶，清统治者废除了明代的屯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加速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速度，动摇了土司制度得以维

系的基础，清朝开始在云南境内大范围实施“改土归流”。清代“改土归流”始于康熙年间，到雍正时期发展到了高潮，雍正

任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对云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也实施了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但较为偏远的山区

仍保持土官统治直到清末。

(三)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

云南多民族经济共生互动现象，应该说远古时期就与王朝治边、战乱等影响下的民族迁徙流动相伴始终，虽然在部分朝代

实行过民族隔离或民族歧视政策，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却从未停止。如宋代前期，连接中原与云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

石门关道和清溪关道基本处于闭塞状态，宋人切断了中原地区与云南地区的联系，但这并未阻隔民族间的交往交流。熙宁七年

(1074)，北宋派峨眉进士杨佐入大理国买马，途经大理时迷路，见一条麻茬丛生的道路，便顺着这条道路经凉山到达云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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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麻茬路是云南各民族到汉区购买麻籽，因布袋有缝隙，落下的麻籽生长所形成的道路。这条麻茬路是云南各民族与中原汉族

保持经济联系的佐证。杨佐在云南驿时还看到一指示路牌:“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度，东南至交趾，东北至程

度，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审询其里堠，多有完葺者。”
[6]
可见，早在宋代，云南境内的交通网络已经畅

通无阻，境内各民族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云南各民族之间很早就以集市为纽带，发展出以物资交流与商贸交换为主体的自发性经济交流关

系。汉族人口大规模的迁入，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传入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客观上也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共生格局的发

展。如明朝实行军屯和民屯交错互嵌，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有频繁的往来，白族在汉族的帮助下，改变了“二牛三夫”

的耕种方法;而汉族人民也在白族人民的帮助下，很快掌握了因地制宜的生产方式。

各民族之间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客观上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共生认同，在不断改善各民族物质生活的前提下，彼此之间通

过通婚建立亲缘关系，进一步强化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如居住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呈立体分布的傣族和哈尼族，在长期的农

业生产活动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牛马亲家”。这种亲缘关系即是在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下不同民族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互

补状态下经济互助的具体体现，特殊的地缘条件使牛和马成为两个民族之间交往的媒介，促进两个民族之间进行生产互助，实

现着多民族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

(四)多元文化的兼容认同

云南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的多源性和多元性。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社

会结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文化团体相对独立，对本民族文化特质的向心力较强，从而避免了在历史潮流下的

文化整合。如各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上的和谐共生，崇尚火的彝族会在泼水节同傣族群众一起泼水、赛龙舟、堆沙滴水、放水

灯祈福，而崇尚水的傣族也会在火把节同彝族群众一起堆起松木火把，在夜间聚在一起，燃起篝火，通晓唱歌跳舞欢庆。两个

民族，一个崇尚水，一个崇尚火，差异如此之大，却能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发展，以开放和发展的心态接纳其他民族文化，

呈现出了彼此兼容、相互调适、一元多极、和谐共处的特征。

中原文化作为各民族文化的极和元，对各民族文化起到了粘合作用，使各民族在“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汉

族文化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离不开汉文化”，相融互渗、优势互补、密切联系、和谐共处的民族关系特点。加

之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相邻，呈现出了较强的边缘性特

征，处于中原汉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交汇处，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吸收了多种文化特质，联同自身文化整合成

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对内呈现出封闭性，对外又表现出开放性，对云南多元文化的共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促进多民族共生是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必经之路

2015 年 1 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云南时指出，要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指明了云南省今后五

年的奋斗目标之一。要完成这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就要为努力各民族创造一个团结和谐、共生共融的良好社会局面。

井上达夫提出:“‘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

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
[7]

具体到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上，多民族共生理念实际就是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的注解，是对“三个离不开”

民族关系思想的人文阐释和哲学概括，也是对当前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的的民生注解和自然回归。多民族共生理念就是要倡导各

民族平等，民族不分大小强弱、无论先进与落后、不管聚居和散居，在政治上都一律平等，尤其要保护少数人群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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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共生理念的精髓在于包容差异，多民族共生要求不同民族成员间互相认同彼此间的差异，容忍彼此间的冲突，接受

彼此间的竞争，在平等的基础上增进沟通、加强理解、互相尊重，确立开放意识，消除民族偏见，增强民族心理承受力和拓宽

民族容纳度。各民族只有在发展过程中加强协同合作，相互依存，相互帮助，才能在彼此的交流中得到进化和发展，才能最终

达到互利互惠的目标。多民族共生的价值归宿和目标追求是为了实现民族自身的发展，只有建立在和谐共生的理念基础上，努

力促成民族间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才能真正的实现民族的最大化发展目标。
[8]
因此，承认多民族共生这样一个云南民族关系的

基本格局，并着力推进云南多民族共生共融的社会局面，是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必由之路。

三、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

区域因素相结合”，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当前中国民族地区具体问题所提出的科学论断，是对中国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为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充分尊重和保障少

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又体现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极大地鼓舞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积极性，

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下，考虑到中国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点，为尽快缩小各少数

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使各少数民族能够更好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国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制定了一

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如在生育、教育、就业、经济扶持、干部培养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使各民族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跨

越式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于此类现行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成效，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领

域内的热门话题之一。期间，部分学者以“民族平等”和“社会公平”作为立论支撑，对中国现行民族政策提出质疑和批评，

其中涉及到计划生育、教育、就业、干部、扶贫等相关方面，认为这些政策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身份的民族认同意识，加剧

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发展当前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合作民族关系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对此，需要清醒认识到国家出台实施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扶持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下，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和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准则之上，符合中国民族众多、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普遍存在经

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基本国情的正确举措。经组织实施后，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与

边疆稳定，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尽管这些扶持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操作层面上，均不乏诸多有待健全完善的地方，

但整体上应予充分肯定并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部分民族政策在实施过

程中也需要以发展的观点来审视和对待。例如，笔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无论

是在以藏族为主民族的自治州层面，还是在以傈僳族为主体的自治县层面，使得历史上长期居住于此的纳西族很难享受到本地

区民族区域自治带来的实际利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利益分配若建立在以民族群体为单位的状况下，个人就会因其具有某

一民族身份而在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分配中享受特权或遭受歧视。”
[9]
这种区域内各民族在事实上不平等，无疑可能会给地区

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稳定繁荣带来潜在威胁。

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的频率和速度不断加快，虽然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聚居

着大量少数民族，但特定民族在特定区域集中聚居的状态将进一步被打破，现行的民族政策也应随着地区社会格局的变迁而不

断进行革新、完善与发展。因此，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国策的同时，应当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进行结合，逐步

实现区域范围内各民族权利义务均等化，逐渐缩小区域内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权利，为更好地实现区域内各民族团结和谐、共生

共融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

因此，当前，在致力于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定位之下，要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这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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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策不动摇，深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推进中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中的实践、完善与发展，要认清云南多民族共

生的历史与现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作出改革和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本地区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要通过推进区域内各民族

权利义务均等化，平衡区域内各民族在升学、就业、升迁以及医疗等领域的权利，使区域内各民族能够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发展成果。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步伐，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乡村差距，调整分配制度，缩小

收入差距，进一步消除贫困，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更为坚实的政策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推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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